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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自上而下政府管理制度下,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组成行政组织系

统,当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更高级政府的重要职位后,他们可能利用人事职权倾

向于提拔原组织系统的下级政府官员,从而形成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带动下级政

府官员晋升的局面。本文基于身份认同理论,创新性提出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

联动假说,利用1983—2020年江苏省的市委书记和县级主政官员数据检验该假

说。以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作为市下辖县县官面临的外生冲击,基于双重

差分法识别策略的实证结果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能够

显著提升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晋升概率,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假说。机制分析表

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后,与其有共事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有更高

晋升概率,揭示出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的驱动力是建立在实际交往之上的社会

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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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中国行政体系中,上下级政府官员的仕途有无显著关联? 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

级别职位后能否促进下级政府官员晋升? 现有文献聚焦于经济绩效和社会关系在官员晋

升中的作用,忽略了上级政府官员职务变动对下级政府官员仕途前景的影响。基于中国

自上而下官员选拔制度,借鉴身份认同理论,本文创新性提出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假

说,利用1983—2020年江苏省的市委书记和县级党政主官(简称县官)数据检验假说。基

于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经验证据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省委常委以上省级官

员、中央副部官员)第1年、第2年能够显著提升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晋升概率;市委书记

晋升为省部高官后,与其曾有共事经历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有更高晋升概率,经济绩效

突出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并未获得更多晋升机会。本研究揭示出,上下级政府官员间

存在着晋升联动关系,建立于实际交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官员晋升联动的驱动力量。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本文有助于深化理解威权制下的地方官员晋升机理,能为完善地

方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制度,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共同组成行政组织系统,上

下级政府在诸多工作中频繁互动、相互依存。上级政府官员熟悉组织系统内的人和事,依
托组织系统拓展仕途前景,对组织系统产生情感链接、形成身份认同。即便上级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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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职务变动等原因而离任组织系统,他们对该组织系统的身份认同依然存在,与该组织系

统官员保持联络以至互相政治支持。根据身份认同理论,身份认同是个人效用的重要决

定因素,人们遵循与身份相对应的规范和规则(Akerlof
 

and
 

Kranton,2000);人们偏爱、信
任、支持同属某一身份群体者,向同属某一身份群体者提供更多机会、分配更多资源

(Munshi,2014;Shayo,2020)。具体到由上下级政府构成的组织系统,当上级政府官员晋

升到更高级政府的重要职位后,鉴于对原组织系统的身份认同,他们可能利用人事职权

倾向于选拔任用原组织系统的下级政府官员,进而形成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带动下级政

府官员晋升的局面。据此,本文提出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假说。(如无特别说明,上级

政府官员特指上级政府的党委书记,下级政府官员特指下级政府的党委书记和行政

首长。)
本文采用1983—2020年江苏省的市委书记和县级(包括县、县级市、市辖区,简称县)

党政主官数据,实证检验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假说。江苏省的市级官员、县级官员的数据

资料齐全完整、时间跨度长,为理论假说检验提供了有力数据支撑。我们从中国知网、万
方电子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中查阅市年鉴、市志、县年鉴、县志,并借助网络资源如百度百

科等,整理出市官、县官的任职起止年月、上任前职务、离任后职务等信息;利用《江苏五十

年》、《数据见证辉煌———江苏60年》、各年《江苏统计年鉴》等各类公开出版物,整理出县

GDP等经济数据。将县官数据、市委书记数据、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数据、县
经济数据相匹配,形成回归数据集,共计7910个观测值。

本文以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聚焦于市委书记离任后担任的第1个省部高官职

务)作为市下辖县县官面临的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
进行实证识别。在自上而下式官员任命制下,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由中央政府决定,
这对于市下辖县县官而言是相对外生的政治事件。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由
于其过往的主政经历,往往对原任职市及其下辖县保有身份认同;加之他们拥有人事职

权,故而能影响原任职市官员的仕途前景。在识别策略中,“受处理个体”是指:在由某市

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任职期间(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的起始年份至结束年份),
该市所辖县的县官;其余县官则为“未受处理个体”。为考察动态效应,本文把由市委书记

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任职期间分解成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τ=0、

1、2、3+)。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分别显著提高市下

辖县县官晋升概率约7%,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假说。晋升联动发生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

高官的第1年、第2年,反映出省部高官在任职初期对原组织系统的认同程度高以及省部

高官任职初期正是亟需用人之时:省部高官平均任期仅3.5年,且职务去向具有不确定

性;为尽快赢得支持、开创施政局面,省部高官倾向于在任职第1年、第2年提拔任用原任

职市下辖县县官。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年份之前,市下辖

县县官晋升概率并无显著提升,说明官员晋升联动不存在事前趋势、因果推断具有可

信性。
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下级政府官员有同等机会随着上级政府官

员晋升而晋升。根据官员晋升的“关系论”(Opper
 

et
 

al.,2015)和“业绩论”(周黎安,

2007),我们提出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和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具体地,除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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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组织系统身份认同外,政府官员间还存在着基于某种个人社会关系的身份认同;不
同下级政府官员干事创业的能力不同,经济增长业绩迥异。理论上,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

更高级政府的重要职位后,他们倾向于提拔原组织系统的与其存在某种社会关系或经济

增长业绩突出的下级政府官员。实证上,本文将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

的社会关系分别表征为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将县官经济增长业绩分别表征为

年度GDP增长率、移动平均GDP增长率、横向相对GDP增长率、纵向相对GDP增长率,
研究结果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后,与其有共事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有更

高晋升概率,与其有宗族关系或老乡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经济增长业绩突出的原

任职市下辖县县官均未有更高晋升概率。经验证据支持共事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揭示出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的背后驱动力量是以实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较早对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进行实证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探讨

官员晋升:一是经济增长业绩(Chen
 

et
 

al.,2005;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7;陶然

等,2010;杨其静和郑楠,2013;Li
 

et
 

al.,2019),二是社会关系网络(Shih
 

et
 

al.,2012;Jia
 

et
 

al.,2015;Opper
 

et
 

al.,2015;Fisman
 

et
 

al.,2020)。尽管研究侧重点不同,但这些文献均

基于官员自身特征来分析晋升问题(经济增长业绩表征能力,社会关系网络表征人脉)。
有别于此,本文采用“自上而下”观察视角,考察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对下级政府官员晋升的

影响。这一新视角,不仅能够拓展地方官员晋升研究思路,也有助于深化理解威权制官僚

组织运作机理。
本文丰富了身份认同经济学文献,为身份认同效应增添了新证据。现有官员晋升文

献通常基于共同的单位、城市、学校等维度/背景,测度上下级政府官员间的社会关系或身

份认同(Shih
 

et
 

al.,2012;Jia
 

et
 

al.,2015;Opper
 

et
 

al.,2015)。为解释上下级政府官员晋

升联动现象,本文基于上下级政府组织结构,提出组织系统身份认同概念,从而拓宽了身

份认同的观察视角。研究发现,官场晋升中存在着组织系统认同效应,而该效应则由工作

经历认同所驱动。官员晋升中的“身份歧视”会阻碍政府治理现代化。政策启示是,应优

化官员遴选规则与程序,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公众监督制。

1 理论假说

Akerlof和Kranton(2000)认为,身份是指人们对于“我是谁”的自我认知,人们遵循与

身份相对应的社会规范,背离这些规范会引起焦虑与不适;人们基于特定社会类别或关系

(如性别、种族、血缘、地缘、业缘等)而产生身份认同;个人效用除受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

的影响外,还受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人们偏爱、信任、支持同属某一身份群体者,资源分

配向同属某一身份群体者倾斜,创业、就业、借贷、教育、晋升等诸多机会都局限在特定组

织网络内部(Munshi,2014;Shayo,2020)。
中国的“单位”凸显出社会组织结构的独特性,人们基于工作单位而形成单位身份认

同。每个单位都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体系之中,上级单位和下级单位组成以资源交换为基

础的行政互联结构,由此发展出上下级单位间的庇护 依赖关系、催生出人们封闭化的单

位组织归属意识(Walder,1986)。
作为行政单位的政府而言,在自上而下政府管理制度下,上级政府及其下辖一级政府

(简称下级政府)共同组成行政组织系统。此组织系统不仅是上级政府的行权基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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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政府的利益基础。虽然上级政府拥有组织系统中行政权力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
但上下级政府之间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服从的关系,还是紧密的互动合作关系:
上级政府政策需要下级政府去贯彻执行,下级政府政策需要上级政府来大力支持。上级

政府官员与下级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工作中频繁互动、密切合作、相互依存。
在此过程中,上级政府官员逐渐熟悉组织系统内的人和事、知悉地方知识和信息,他们亦

依仗组织系统所提供的资源来开创施政局面、展示干事创业能力、拓宽仕途前景,故而对

组织系统产生情感链接、形成身份认同。即便上级政府官员因职务变动等原因而离任本

组织系统,他们对该组织系统的身份认同并不会随之消失,他们与该组织系统的过去上任

的官员和新上任的官员依然保持联络以至互相政治支持。因此,在自上而下式官员任命

制度下,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更高级政府的重要职位(以下简称高级别职位,是指该职位

拥有重要领导干部的提名权等人事职权)后,鉴于对原组织系统的身份认同,他们利用人

事职权倾向于提拔原组织系统的官员,结果之一是原组织系统下级政府官员的升迁机会

大为提高①。
从组织经济学角度看,在科层组织中,上级拥有主观评价下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基

于个人偏好来奖励、提拔下级(Prendergast
 

and
 

Topel,1996);当决策权必须下放时,委托

人为确保实现目标利益,应当任用与其偏好或信念相似的代理人(Marino
 

et
 

al.,2010)。
具体地,上级政府官员晋升为高级别职位领导后,他们基于过往任职经历知晓或易获取原

组织系统下级政府官员的信息,可以从中选拔符合个人偏好或组织偏好的得力干部,以保

证其意志和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结果是,原组织系统下级政府官员得以擢升的几率大

大增加。(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称的下级政府官员是指原组织系统的下级政府官员。)
鉴于以上论证,我们提出如下的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假说。
官员晋升联动假说:

 

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对下级政府官员晋升有促进作用。
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下级政府官员有同等晋升机会。除上文论

及的组织系统身份认同外,政府官员间还存在着基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身份认同。每

个人都生活在推己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际关系如涟漪般一圈一圈向外扩展,呈现出

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依据数据可得性,按照工作经历、姓氏、籍贯,本文把社会关系划分

为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②,三者分别表征着业缘(工作经历)认同、宗族认同、地域

认同。当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他们利用人事职权可能倾向于提拔原组织

系统的与其存在某种社会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所以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效应可能因某种社

会关系而增大。下面具体探寻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对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的影响。
共事关系是指上下级政府官员在交互工作中建立的人际关系。设H在上级政府的任

职年份区间为[Hs,He],L在下级政府的任职年份区间为[Ls,Le],若[Hs,He]与[Ls,

Le]存在年份重合,本文称H与L存在共事关系。上级政府官员在任时,其与时任下级政

府官员自然是共事关系。上级政府官员离任后,其与时任下级政府官员则不一定是共事

①

②

本任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对原组织系统的时任上级政府官员的仕途前景亦可能有影响。为减

少问题复杂性、精炼主题,本文聚焦于本任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对原组织系统的时任下级政府官员仕途

前景的影响。
因缺乏县官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的详细资料,难以识别县官与市委书记的同事关系(在同一单位的工作起止

年份存在重叠)、校友关系(毕业于同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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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上级政府官员离任后,他们与在其离任后上任的下级政府官员不存在如上定义的任

职年份交集,因而两者不是共事关系)。本文共事关系旨在表明,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

级别职位后,其与原组织系统时任下级政府官员的曾经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他们曾在上下

两级政府交互工作中频繁接触、紧密协作,由此而产生基于共同工作经历的身份认同。既

有文献聚焦于同事关系(当事人在同一单位的工作起止年份存在重叠)对官员晋升的影

响,研究发现:若官员与上级政府主官曾是同事关系,则他们的晋升概率显著提高(Shih
 

et
 

al.,2012;Jia
 

et
 

al.,2015;Opper
 

et
 

al.,2015)①。本文的共事关系与既有文献的同事关系

有所不同,但两者都以任职年份交集来表征曾经的共同工作经历。我们预计,上级政府官

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他们利用人事职权倾向于提拔与其曾是共事关系的下级政府官

员,结果是有此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有更大的晋升机会。
宗族是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宗族文化是个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情感依托的重要

载体,宗族关系增强人际互信、促进合作行为。人们通过姓氏寻根问祖、辨别宗族网络、构
建宗族关系,基于共同姓氏而产生同宗情感偏好与宗族身份认同。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

着地域性或跨地域的由同姓人组成的“宗亲会”等社会团体,协调同姓人之间的关系,支持

同姓人干事创业。潘越等(2019)发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姓本家,有助于减少彼此

间的信息隐瞒、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我们预期,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与他

们是同姓宗族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有更大的晋升机会。
乡土观念在我国广泛存在、影响深远,人们普遍对家乡怀有桑梓之情与回报之心,基

于共同家乡而形成老乡关系、产生地域身份认同。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
乡有相同的乡俗乡音、地域文化背景,易结成“同乡会”等地缘利益联盟,互帮互助,扩大政

治经济影响力。研究发现,政府官员能够促进籍贯地或出生地的经济发展(范子英等,

2016;徐现祥和李书娟,2019);若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候选人与学部常委会委员是老乡

关系,他们当选院士的概率显著提高(Fisman
 

et
 

al.,2018);类似的老乡效应也出现在中央

委员会委员排名位次中(Shih
 

et
 

al.,2012)。我们预期,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

后,与他们是老乡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有更大的晋升机会。综合上述三类社会关系,我们

提出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与其有社会关系的下

级政府官员有更高的晋升概率。
政治锦标赛理论认为,地方官员间存在着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赛(周黎安,

2007)。不过,关于经济增长业绩与官员晋升的关系,实证检验并未获得一致性结论。搁

置争议不论,由于经济增长业绩被视为官员能力的反映,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

后,他们利用人事职权可能倾向于提拔原组织系统中经济增长业绩优异的下级政府官员。
鉴于此,我们提出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经济增长业绩突出的

下级政府官员有更高的晋升概率。

① Shih
 

et
 

al.(2012)发现,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央高层领导存在同事或老乡或校友关系,则他们在中

央委员会中的排名位次显著提升。Jia
 

et
 

al.(2015)发现,若省委书记、省长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是同事关系,则他们的

晋升概率显著增加。Opper
 

et
 

al.(2015)构建了省委书记、省长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系指数(由同事、老乡、校友三者

加权构成),发现该关系指数对省官晋升有显著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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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

2.1 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1983—2020年江苏省的市委书记和县级主政官员数据,实证检验上下级官

员晋升联动假说。江苏省下辖1个副省级市(南京市)、12个地级市。市下辖县级市、县、
区,简称县。江苏省的市官、县官资料较完备详尽、时间跨度长,为理论假说检验奠定了数

据基础。数据始于1983年,主要原因是:国务院1983年1月18日发布《国务院关于江苏

省改革地市体制调整行政区划的批复》,江苏省于1983年初进行撤地设市、地市合并改

革,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县域行政归属发生重大变更。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另外,江苏

省的县域行政区划几经调整,有些县被撤销,有些县为新设,本文数据涵盖1983—2020年

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县,所以县数量随年份变化。

1)
 

县官数据

县官分为县长、县委书记、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为行文方便,上述三类官员统

称为县官。县官数据来自市年鉴、县年鉴、县志、网络资源如百度百科等。县官数据清理

如下。(1)对于同一人身兼县委书记和县长两职的情况,当县委书记任职起止年月完全覆

盖县长任职起止年月时,只保留县委书记样本;当县委书记任职起止年月和县长任职起止

年月不完全重叠时,分别保留县委书记样本和县长样本。(2)删除上任年月至离任年月小

于3个月的县官样本。(3)任职第1年至任职最后1年。根据文献惯例(Li
 

and
 

Zhou,

2005;Jia
 

et
 

al.,2015),县官于y 年7月至y+1年6月上任,记y+1年为任职第1年;县
官于y 年7月至y+1年6月离任,记y 年为任职最后1年。

2)
 

市委书记数据

按照市委书记职务是否由副省级官员兼任,分为副省兼任市委书记(简称兼任市委书

记)、非副省兼任市委书记(简称非兼任市委书记),统称为市委书记。由于实证研究中需

要利用滞后期市委书记变量,市委书记数据的年份区间为1975—2020年。市委书记数据

来自市年鉴、市志、百度百科等。市委书记任职第1年与任职最后1年的界定方法同县官。

3)
 

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数据

若某人离任市委书记职务后担任的第1个职务为省委常委以上职务(包括省委常委、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或中央部门副部职务,本文称其为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

部高官(简称省部高官),据此构建核心解释变量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 年虚拟变

量(详见下文)。

4)
 

经济数据

本文采用1990年以来(1990—2020)的市、县GDP数据。数据来自各类公开出版物,
包括《江苏五十年》、《数据见证辉煌———江苏60年》、《巨大的变化

 

辉煌的成就———江苏改

革开放30年》、各年《江苏统计年鉴》、市年鉴、市志。数据采集遵循“以新代旧”原则:若新出版

物中的数据年份涵盖旧出版物中的数据年份,以新出版物中的数据替代旧出版物中的数据。
县官数据、市委书记数据、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数据、经济数据经匹配后,

形成回归数据集,计38年、127个县(县数量随年份变化)。以“县名—县官姓名—职务 年

份”为观测单元,计7910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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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县官晋升

无论地级市下辖县还是副省级南京市下辖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晋升方向可概括为5
类:市级高官(市委常委以上的市级官员),副市长,市战略性部门领导,省厅局部门领导,
县委书记(地级市下辖县县委书记成为副省级市下辖县县委书记为晋升);副市级兼任县

委书记/县长的晋升方向可概括为2类:市级高官,省厅局部门正职领导。将三类县官的晋

升方向及数量汇总,共2507名县官,1122名晋升,晋升率为44.8%。若某县官某年的职务去

向符合上述县官晋升定义,赋值县官晋升变量等于1;否则,赋值该变量等于0。由表1可知,
在7910个观测值中,县官晋升变量的均值为0.142,即县官平均晋升率为14.2%。为稳健

起见,另采用以下两个县官晋升定义:县官晋升方向不含省厅局部门;县官晋升方向不含

省厅局和市战略性部门。县官晋升详细说明见附录A①。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县官晋升 0.142 0.349 0 1 7910
县官晋升方向不含省厅局部门 0.135 0.342 0 1 7910
县官晋升方向不含省厅局和市战略性部门 0.130 0.337 0 1 7910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0年(当年) 0.083 0.275 0 1 7910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 0.070 0.255 0 1 7910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 0.054 0.226 0 1 7910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 0.098 0.297 0 1 7910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共事关系 0.230 0.421 0 1 7910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宗族关系 0.012 0.108 0 1 7910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老乡关系 0.027 0.161 0 1 7177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0.517 1.144 0 7 7910
县官职务次数 1.480 0.688 1 6 7910
县官从本县升任 0.486 0.500 0 1 7910
县官从外县调任 0.232 0.422 0 1 7910
县官从上级部门调任 0.240 0.427 0 1 7910
县官上一任职务未知 0.042 0.201 0 1 7910
县委书记 0.458 0.498 0 1 7910
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 0.045 0.206 0 1 7910
县年度GDP增长率 0.134 0.078 -0.070 0.541 5956
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 0.138 0.075 -0.052 0.519 5956
县官横向相对GDP增长率 0.004 0.061 -0.242 0.300 5956
县官纵向相对GDP增长率 -0.006 0.080 -0.347 0.348 5333
县人均GDP对数 9.781 1.494 6.617 12.822 5956
县GDP占市GDP的份额 0.107 0.070 0.003 0.376 5956

2.3 市委书记晋升

无论地级市还是副省级南京市,非兼任市委书记的晋升方向可概括为5类:省级高官

(省委常委以上的省级官员),副省长,省战略性部门领导,中央副部官员,副省级市市长;兼任

① 中国知网可检索全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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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的晋升方向可概括为省级高官。将两类市委书记的晋升方向及数量汇总,共138名

市委书记,56名晋升,晋升率为40.6%;其中,30名晋升为省级高官,2名晋升为中央副部官

员,分别占市委书记数量的比重为21.7%、1.4%。市委书记晋升详细说明见附录B。
市委书记晋升至不同职位后,对原任职市下辖县的县官仕途有不同影响。省委常委

会是省级党委最高决策机构,省委常委会委员履行省管干部提名、考察、表决和监督职责,
集体研究决定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市委书记晋升为本省省委常委以上省级高官后,出于

对原任职市及其下辖县的身份认同,他们利用提名、表决等人事管理职权倾向于提拔原任

职市下辖县县官,这使得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拥有更多晋升机会。市委书记晋升为他省

省委常委以上省级高官后,尽管他们不能直接参与原省份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决策,但能够有效推动省际之间的干部交流工作、能够通过省际合作等途径与原省份高层

保持紧密联系,从而有助于提升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的晋升几率。市委书记晋升为中央

部门领导后,他们拥有中央政策制定参与权、全国范围内条线部门管理权或业务指导权,
可通过提名任命、任职审核、业务考核等方式影响垂直机构、省级对口部门主要干部人选,
这为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晋升至省厅局级职位创造了有利条件①;他们还可以促进中央部

门与原省份的干部交流,借由央地政策协调、省部高级干部会议等途径与原省份高层保持

密切联络,这有利于拓宽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的晋升渠道。市委书记晋升为副省长或省

战略性部门领导或副省级市市长后,其职权范围限于分管领域或主管部门或副省级市,不
具有全省范围内重要岗位人事管理职权,不参与省委常委会人事任免决策,对原任职市下

辖县县官仕途前景的影响力较为有限。鉴于此,主体分析采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

定义(包括省内高官、他省高官、中央副部官员)。
为分析官员晋升联动,需要明确省部高官的职务类型与职务起止年份。省部高官职

务类型说明如下。(1)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为不同类型职务。例如,某
市委书记先晋升为省委常委,后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分记为2个省部高官职务。(2)同一

人在不同省(部)担任相同行政级别职务,分记为不同类型职务。例如,某市委书记先晋升

为A省省委常委,后调任为B省省委常委,分记为2个省部高官职务。(3)同一人在同一

省(部)相继主管不同领域或部门但最高行政级别保持不变,合记为同一类型职务。例如,
某市委书记先晋升为某省省委常委兼任市委书记,后转任为该省省委常委兼任副省长,合
记为1个省部高官职务。省部高官职务起止年份说明如下。某市委书记于y 年7月至

y+1年6月晋升为省部高官,记y 年是市委书记职务的最后1年,该年亦是省部高官职务

的第0年(省部高官职务的起始年份)。某省部高官于y 年7月至y+1年6月离任,记y
年是省部高官职务的最后1年(省部高官职务的结束年份)。

基于以上概念说明,省部高官职务年份界定如下。(1)若担任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1
年及以上(职务结束年份-职务起始年份),省部高官职务年份为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的

起始年份至结束年份。(2)若担任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不足1年就晋升或平调为第2个省

部高官职务,省部高官职务年份为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起始年份至第2个省部高官职务结

① 中央部门对省级对口部门主要干部人选的影响因部门而异。垂直管理部门:中央部门行使完整人事任免权。
双重管理部门:中央部门行使审批否决权、备案审查权。业务指导部门:省委常委会负责人事任免,中央部门可通过备

案审查、考核评价等方式施加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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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年份。若截至2020年底担任省部高官职务不足1年,省部高官职务年份为2020年。样

本中不存在担任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不足1年就退居二线情形。(3)个别情况是,市委书记

晋升为非省部高官或平调到新职位(第1个职务)几个月后就升任为省部高官(第2个职务)。
对此采取两种数据处理方式:第一种,省部高官职务年份为第1个职务起始年份至第2个职

务结束年份;第二种,省部高官职务年份为第2个职务的起始年份至结束年份。鉴于第1个

职务不足1年、属于过渡性职务,主体回归采用第一种方式,另以第二种方式做稳健性检验。
为表述简洁,将上述所有的省部高官职务年份情形统称为“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期间”。

即便聚焦于第1个省部高官职务期间,当同一城市的两名市委书记相继晋升为省部

高官时,仍然存在着省部高官职务年份重叠现象。出现此种情形时,考虑省部高官在任职

前期对原任职市下辖县的认同程度较高、任职前期正是亟需用人之时,本文保留前任省部

高官的非重叠职务年份、后任省部高官的全部职务年份。举例说明如下。S1、S2先后由某

市市委书记晋升为省委常委,两者的省委常委职务年份分别为2002—2007年、2007—

2010年,那么2007年为重叠年份。为便于构造核心解释变量,S1的省委常委职务年份只

保留2002—2006年,S2的省委常委职务年份仍为2007—2010年。
基于上述处理后的省部高官职务年份,设置省部高官在任年数变量=职务年份-职务

起始年份。根据省部高官在任年数变量(与在任年数相对应的观测值数量详见附录C),设
置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τ=0,1,…,8),共计9个虚拟变量。赋值规

则是:省部高官在任年数等于τ 时,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 年虚拟变量等于1;否
则,该变量等于0。为简洁起见,把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年虚拟变量至第8年虚

拟变量合并成一个综合虚拟变量,简称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虚拟变量。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另辅助采用其他的市委书记晋升定义。一是采用市委书记晋升

为省级高官定义:从省部高官中排除中央副部官员。二是采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内高官

定义:从省部高官中排除中央副部官员、他省高官。基于以上两种定义,分别构建市委书

记晋升为省级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市委书记晋升为省内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

2.4 其他变量

1)
 

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社会关系

回归模型纳入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社会关系虚拟变量(t=0,1,…,8)。滞后期最

大为8,是因为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在任年数最多8年(在任t年的省部高官与

滞后t期市委书记是同一人)。依据数据可得性,社会关系是指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

系。对每一年而言,若某人担任某市下辖县县官职务(包括县长职务、县委书记职务、副市级

兼任县委书记/县长职务)时的任职年份(第1个县官职务的第1年至最后1个县官职务的最

后1年)与该市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任职年份(市委书记职务的第1年至最后1年)存在交

集,称两者在该年是共事关系。若某人担任某市下辖县县官职务时在某年与该市滞后t期市

委书记有相同的姓氏或籍贯城市(地级市、副省级市),称两者在该年是宗族关系或老乡关系。

2)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社会关系

为检验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而设置此变量。因为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在任t
年的省部高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是同一人,所以县官与在任t年的省部高官的社会关系

等于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社会关系。当某市某县某年不属于由该市市委书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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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省部高官的职务年份范围时,当样本期内某市无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时,县官

与省部高官的社会关系记为0。基于上述说明,分别生成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关系、宗
族关系、老乡关系三个虚拟变量。

3)
 

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为探析共事关系强度在官员晋升联动中的作用而设置此变量,指在由某市市委书记

晋升而来的某省部高官的职务年份y,某人担任该市下辖县县官职务时任职第1年至y 年

的任职年份与该省部高官在该市担任市委书记职务时的任职年份(市委书记职务的第1
年至最后1年)的重叠年份数。当某市某县某年不属于由该市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

高官的职务年份范围时,即当样本期内某市无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时,县官与省部高

官的共事年数记为0。由表1可知,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最小为0年,最大为7年。

4)
 

经济绩效

经济增长业绩变量包括:(1)县年度GDP增长率。(2)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GT =

(1/T)∑
T

t=1
gt。 其中,t表示某县官(县长或县委书记或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任职第

t年,T 表示其任职第t年时的任职年数,gt 表示其任职第t年时的县年度GDP增长率。
(3)县官横向相对GDP增长率=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市内其余县年度GDP增长

率的均值。(4)县官纵向相对GDP增长率=本任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前任县官

任内(任职第1年至任职最后1年)县年度GDP增长率的均值。按照县长(含副市级兼任

县长)系列、县委书记(含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系列,计算出每年每名县官的纵向相对

GDP增长率。县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县人均GDP对数,县GDP占市GDP的份额。为减

少极端离群值的影响,上述变量均进行0.5%分位数上的双边缩尾。本文采用1990年以

来的经济数据,所以各经济绩效变量的观测值小于7910。

5)
 

县官特征

县官职务次数:第1次任县官记为1,第2次任县官记为2,直至最后1次任县官记为

某个正整数。个别官员经历了频繁的职务调整(跨县任职及职务变动),县官职务次数多

达6次。从本县升任:某人就任县官之前是否在本县工作(是为1,否为0)。从外县调任:
就任县官之前是否在外县工作(是为1,否为0)。从上级部门调任:就任县官之前是否在上

级政府部门工作(是为1,否为0)。上一任职务未知:就任县官之前的职务资料是否缺失

(是为1,否为0)。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设为1,否则为0。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副市

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设为1,否则为0。

3 官员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检验官员晋升联动假说,

Pr(Yipcoy =1)=Pr∑
3+

τ=0
ατMτ

pcy +σX +ωp +δc +μy +εipcoy >0  

=Φ
 

∑
3+

τ=0
ατMτ

pcy +σX +ωp +δc +μy  (1)

其中,Pr代表概率,Φ 表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i、p、c、o、y 分别指代人、市、县、职务、
年份。p 市下辖c县,即c∈p。职务o 包括县长、县委书记、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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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coy 表征个体i担任p 市c县o职务时在y 年是否晋升。Mτ
pcy 表征c县所在p 市y 年是

否p 市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 年(简称“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 年虚拟变

量”),τ=0、1、2、3+,3+表示3~8。ωp、δc、μy 分别是市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年固定效

应。之所以控制市固定效应,是因为1996年江苏省进行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宿迁市从

淮安市析出、泰州市从扬州市析出,致使原隶属于淮安市(扬州市)的某些县在1996年之

后隶属于宿迁市(泰州市);同一县在不同时期受不同地级市管辖,导致县固定效应无法完

全吸收市固定效应。X 为控制变量向量。εipcoy 为随机误差项。考虑随机误差项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相关性,本文报告聚类在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以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作为市下辖县县官

面临的外生冲击。中国实行自上而下式官员任命制,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对于市下

辖县县官而言是相对外生的政治事件,从而便于得出市委书记晋升与县官晋升之间的因

果关系。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任职期间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为受处理个

体,其余县官则为未受处理个体。本文把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任职期间分

解成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Mτ
pcy,参数ατ 表示基于双重差分法估计的

动态处理效应。在平行趋势假设下,若ατ 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

官第τ年有助于提升市下辖县县官晋升概率,本文将之解释为基于组织系统身份认同的

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为量化影响程度,本研究测算并报告 Mτ
pcy 的平均边际效应。

控制变量设置如下。(1)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t=
0,1,…,8)。(2)经济绩效,包括县官经济增长业绩(分别表示为年度GDP增长率、移动平

均GDP增长率、横向相对 GDP增长率、纵向相对 GDP增长率)和县经济特征(县人均

GDP对数、县GDP占市GDP的份额)。(3)县官特征,包括职务次数、从外县调任、从上级

部门调任、上一任职务未知、县委书记、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

3.1 基准结果

本文基于式(1)Probit模型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以下简称

“系数”)。表2以县官是否晋升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

量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方法。

表2 官员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1) (2) (3) (4) (5) (6)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
0.010 0.011 0.021 0.015 0.032 0.021

(0.019) (0.019) (0.019) (0.025) (0.020) (0.026)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
0.037** 0.036** 0.056*** 0.065*** 0.061*** 0.065***

(0.018) (0.018) (0.018) (0.023) (0.021) (0.02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
0.044** 0.046** 0.055*** 0.069*** 0.066*** 0.068**

(0.020) (0.020) (0.019) (0.025) (0.021) (0.027)

市委书 记 晋 升 为 省 部 高 官 第3~
8年

-0.017 -0.014 -0.013 -0.016 -0.005 -0.010

(0.018) (0.018) (0.019) (0.023) (0.021) (0.024)

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
0.016 0.035

(0.091)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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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县经济特征 是 是

老乡关系 是 是

共事关系、宗族关系 是 是 是 是

县官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市、县、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849 7849 7849 5918 7119 5629

县官平均晋升率 0.143 0.143 0.143 0.159 0.152 0.164

  注:(1)本表报告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估计值,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在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2)***、**和*分别表

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3)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分别是指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共事关系、
宗族关系、老乡关系,t=0,1,…,8。(4)县官平均晋升率是指县官晋升变量的均值,它依回归观测值数量而变化。

列(1)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及市、县、年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

高官当年的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的系数在

5%水平上正显著,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的系数为负且统计上不显著。列

(2)在列(1)基础上加入县官特征变量(包括职务次数等变量),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

当年、第1年、第2年、第3~8年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与列(1)结果保持一致,系数值与列(1)
结果略有差异。以列(2)结果为例,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分别显著提高

市下辖县县官晋升概率3.6%、4.6%,分别相当于县官平均晋升率(14.3%)的25%、32%。
列(3)添加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共事关系虚拟变量、宗族关系虚拟变量,结果显

示: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的系数在1%水平上正显著;系数值分别为

0.056、0.055,两者均大于列(1)(2)相应系数值,分别相当于县官平均晋升率(14.3%)的
39%、38%。列(4)添加县官经济增长业绩(用县官移动平均GDP增长率表示)和县经济

特征变量(县人均GDP对数、县GDP占市GDP的份额),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
年、第2年的系数在1%水平上正显著;系数值分别为0.065、0.069,两者均大于列(3)相应

系数值,分别相当于县官平均晋升率(15.9%)的41%、43%。列(3)(4)表明,市委书记晋

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分别使得市下辖县县官晋升概率提高6%~7%。
列(5)在列(3)基础上、列(6)在列(4)基础上控制住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老乡关

系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的系数仍旧正显著,列(5)
系数值比列(3)系数值有所增加,列(6)系数值与列(4)系数值几乎相同。总之,逐步添加

控制变量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经验证据支持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假说。(由于某些县

官的籍贯城市资料缺乏,控制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老乡关系虚拟变量后,观测值减

少;为充分利用样本,除非特别说明,下文回归均未控制此类变量。)
实证结果表明,市委书记与县官间的晋升联动具有时变性。首先,晋升联动未发生在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主要原因是,刚上任的省部高官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新

岗位、了解新情况,无法充分行使人事职权。次要原因是,在变量“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

官当年”=1所对应的观测值中,某些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的时间在市下辖县县官晋

升时间之后,但出于数据处理需要,两者的晋升年份都被设定为同一年。因此,仅从实证

角度看,这就会削弱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对县官晋升的积极影响。
其次,晋升联动发生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省部高官任职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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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需要用人之时,为开创施政局面、展示干事创业能力,他们亟需能忠实履行职责的得

力干部。鉴于省部高官对原任职市及其下辖县的身份认同,为克服选人用人中的信息不

对称难题,他们的最优用人策略可能就是从原任职市及其下辖县中选拔合适干部。实证

结果上就表现为,省部高官任职第1年、第2年显著促进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晋升。
最后,晋升联动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年以后消失。其中原因可能是:省部

高官在任职第1年和第2年已经从原任职市下辖县中提拔任用了其中意的县官;而且,任
职3年以上的省部高官对现任组织系统的认同程度增强,对原任职市下辖县的认同程度

或许减弱。下文发现,即便省部高官任职第3年以后,与他们曾是共事关系的原任职市下

辖县县官依然有较高晋升概率,这凸显出工作经历身份认同在官员晋升联动中的重要性。

3.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是平行趋势假定: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之

前,有市委书记晋升的市下辖县的县官与无市委书记晋升的市下辖县的县官在晋升概率

上没有显著差异。为检验之,设置如下虚拟变量: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前3年以上、
前2年、前1年;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第1年、第2年、第3年以上(第3~8年);

省部高官职务结束第1年、第2年以上①。为表述简洁,根据上述虚拟变量设定,将式(1)

Mτ
pcy 中τ取值依次记为:≤-3,-2,-1,0,1,2,≥3,+1,≥+2。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

题,以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前3年以上(τ≤-3)为基期,实证模型共包含8个 Mτ
pcy 虚

拟变量。
图1(a)、(b)展示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及95%置信区间,(a)、(b)的控制变量设定分

别与表2列(3)、列(4)相同。与参照基准相比,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前2年、前1年的

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双重差分模型设定不存在事前趋势。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
第1年、第2年、第3年以上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表2基准结果相一致,其中第1
年、第2年的系数显著为正。省部高官职务结束第1年、第2年以上的系数均不显著。这

些结果印证,官员晋升联动发生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

图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
 

① 举例说明如下。在样本期间(1983—2020年),设某人是某市的最后一位由该市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

官,其担任省部高官职务至2014年。那么,该市2015—2020年是省部高官职务结束的第1年至第6年。省部高官职

务结束第2年及更晚年份合并成职务结束第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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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包括:(1)重设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2)重设省部高

官职务年份;(3)改变市委书记晋升定义;(4)改变县官晋升定义;(5)更换县官经济增长业

绩变量;(6)采用有序probit模型;(7)剔除副市级兼任县委书记/县长样本。稳健性检验

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检验结果见附录D。

3.4 排除竞争性解释

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现象可能并非源于组织系统身份认同。一个替代性解释

是,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后出现的职位空缺引发官场职位链锁变动,间接创造下级政府官员

晋升机会。另一个替代性解释是,介于上下级间的中间层官员晋升引发官场权力结构重

组,打开下级政府官员晋升空间。概言之,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现象的可能解释包

括:(1)组织系统身份认同;(2)上级政府官员职位空缺;(3)中间层官员晋升。本节借助市

委书记晋升为省内高官/省外高官后对原任职市所辖县官身份认同程度的差异,深化检验

组织系统身份认同理论。通过分析市委书记晋升为副省长、晋升为非省部高官、平级调

动、退居二线对县官晋升的影响,检验上级政府官员职位空缺解释的合理性。通过分析市

长晋升对县官晋升的影响、县委书记晋升对县长晋升的影响,检验中间层官员晋升解释的

合理性。经验证据排除了两种竞争性解释,确证了组织系统身份认同解释。检验结果见

附录E。

4 机制分析

4.1 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本文利用如下模型检验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Pr(Yipcoy =1)=Φ ∑
3+

τ=0
βτ(Mτ

pcy ×Ripy  +∑
3+

τ=0
θτMτ

pcy +ρRipy +κH +ωp +δc +μy)(2)

其中,Ripy 表示个体i担任p 市下辖县县官职务时在y 年与由p 市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

部高官的某种社会关系。某种社会关系具体是指共事关系、宗族关系、老乡关系,构造方

法详见第2节变量说明。交互项 Mτ
pcy×Ripy 的估计系数βτ 显著为正则说明,在市委书记

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与其有某种社会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相对于无此社会关

系的县官而言)有更高的晋升概率,即经验证据支持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控制变量

向量 H 将根据社会关系类型而调整。
人们因共同工作经历而产生业缘身份认同,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信任程度较

高。理论上,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高级别职位后,与其有共事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有更多

晋升机会。共事关系可分别表示为共事关系虚拟变量和共事年数连续变量。共事关系虚

拟变量只表明当事人是否有共同工作经历,无法刻画关系强度。共事年数连续变量则能

刻画关系强度。共事关系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见附录F。表3列(1)报告共事年数

连续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此时的交互项变量为: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

变量×县官与由市委书记晋升而来的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简称“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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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结果显示,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第3~8年,县官与省部高

官的共事年数每增加1年(约1个标准差),县官晋升概率分别提高3%、4%、2%。值得注

意的是,表2表明,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并无更高晋

升概率;表3列(1)表明,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与其曾有共事经历的原任职

市下辖县县官有更高晋升概率,这凸显出工作经历身份认同在官员晋升联动中的重要性。

表3 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1) (2)
 

(3)
 

(4)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0.019 0.018

(0.013) (0.01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0.030** 0.035**

(0.014) (0.01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0.037*** 0.033**

(0.014) (0.01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

年数

0.021*** 0.023**

(0.008) (0.009)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宗族关系
0.009 -0.016

(0.089) (0.096)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宗族关系
-0.046 -0.034

(0.087) (0.093)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宗族关系
0.030 0.027

(0.093) (0.09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宗族

关系

0.077 0.076

(0.051) (0.052)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老乡关系
0.088 0.073

(0.075) (0.077)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老乡关系
-0.130 -0.117

(0.083) (0.082)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老乡关系
-0.021 0.016

(0.071) (0.071)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县官与省部高官的老乡

关系

-0.019 -0.001

(0.047) (0.049)

经济绩效 是 是 是 是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宗族关系 是 是

县官与省部高官的老乡关系 是 是

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 是 是

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共事关系 是 是

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宗族关系 是 是

县官特征 是 是 是 是

市、县、年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918 5918 5629 562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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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列(2)、(3)分别报告宗族关系交互项、老乡关系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这些交互项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后,与其有宗族或老乡关系的原任职市下

辖县县官无更高晋升概率。主要原因是,县官与省部高官之间的宗族或老乡关系,仅代表

宗族或地域上的情感链接,并不代表他们有实际交往。省部高官熟悉曾共事过的原任职

市下辖县县官,却可能不甚了解与其有宗族或老乡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为克服

自上而下任命制中的信息不对称,省部高官倾向于从与其有共事经历的原任职市中选拔

合适干部。由此可见,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的背后是以实际交往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表3列(4)同时纳入县官与省部高官的共事年数、宗族关系、老乡关系分别与市委书

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表明:共事年数交互项的系数值及显著

性水平与列(1)结果相差无几,宗族关系交互项、老乡关系交互项的系数皆不显著。综上,
经验证据支持共事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不支持宗族/老乡关系驱动型晋升联动假

说。更多检验结果见附录G。

4.2 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检验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Pr(Yipcoy =1)=Φ
 

∑
3+

τ=0
γτ(Mτ

pcy ×Eipcoy  +∑
3+

τ=0
ητMτ

pcy +φEipcoy +υZ+ωp +δc +μy)

(3)
其中,Eipcoy 表征个体i担任p 市c县o职务时在y 年的经济增长业绩,具体表示为移动平

均GDP增长率、横向相对GDP增长率、纵向相对GDP增长率、年度GDP增长率。交互

项 Mτ
pcy×Eipcoy 的估计系数γτ 显著为正则说明,在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原任

职市下辖县县官的经济增长业绩越高,他们的晋升概率越大,表明经验证据支持业绩驱动

型晋升联动假说。Z 为控制变量向量。
表4列(1)~(4)结果显示,基于不同经济增长业绩指标构建的交互项变量对县官晋

升未呈现稳健、显著的正影响,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后,经济增长业绩突出的原

任职市下辖县县官并未获得更多晋升机会。那么,地方官员为何积极发展辖区经济? 有

文献表明,地方官员之所以如此,除为了可能的政治晋升外,还为了经济利益(Jin
 

et
 

al.,
2005;吴延兵,2017)。

表4 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检验

(1) (2) (3) (4) (5) (6)

县官绩效=

移动平均

GDP增长率

横向相对

GDP增长率

纵向相对

GDP增长率

年度GDP
增长率

县人均

GDP对数

县GDP
份额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当年×县

官绩效

-0.201 -0.051 -0.262 0.065 0.001 0.627**

(0.259) (0.283) (0.214) (0.260) (0.013) (0.269)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
县官绩效

-0.303 0.059 -0.023 0.100 0.007 -0.369

(0.256) (0.257) (0.295) (0.285) (0.015) (0.269)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2年×
县官绩效

0.241 0.005 0.294 0.669** -0.021* 0.015

(0.314) (0.384) (0.292) (0.297) (0.012)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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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县官绩效=

移动平均

GDP增长率

横向相对

GDP增长率

纵向相对

GDP增长率

年度GDP
增长率

县人均

GDP对数

县GDP
份额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3~8年×
县官绩效

-0.276 0.369 -0.431** -0.493** 0.002 -0.239

(0.206) (0.243) (0.213) (0.213) (0.012) (0.298)

移动平均GDP增长率
0.100 0.013 0.011

(0.104) (0.092) (0.090)

横向相对GDP增长率
0.055

(0.121)

纵向相对GDP增长率
0.100

(0.091)

年度GDP增长率
-0.087

(0.097)

县人均GDP对数
0.016 0.020 0.028 0.015 0.018 0.015

(0.022) (0.022) (0.025) (0.022) (0.023) (0.022)

县GDP份额
-0.141 -0.184 -0.135 -0.148 -0.166 -0.139

(0.333) (0.332) (0.364) (0.329) (0.333) (0.345)

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 年虚

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官与滞后t期市委书记的共事关

系、宗族关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官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县、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918 5918 5304 5918 5918 591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4列(5)(6)报告县人均GDP对数、县GDP份额分别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

τ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绝大多数交互项的系数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市委书

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τ年对县官晋升的影响不因县经济发展水平、县经济规模而显著变

化,经验证据仍不支持业绩驱动型晋升联动假说。

5 结论

基于中国自上而下官员任命制度,本文创新性提出上下级政府官员晋升联动假说,利
用1983—2020年江苏省的市委书记和县级主政官员数据检验该假说。以市委书记晋升

为省部高官作为市下辖县县官面临的外生政治事件,基于双重差分法识别策略的实证结

果表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第1年、第2年能够显著提升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的晋

升概率。借助于市委书记晋升为省内高官或省外高官、市委书记晋升为非省部高官或平

级调动、市长晋升等实证设计,本文确证了上下级官员晋升联动的组织系统身份认同解

释,排除了上级官员职位空缺、中间层官员职务变动等竞争性解释。机制分析表明,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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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晋升为省部高官后,与其有共事关系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有更高的晋升概率,经济

增长业绩突出的原任职市下辖县县官并未获得更多晋升机会,这揭示出上下级官员晋升

联动的驱动力量是建立在实际交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上下级政府组成的行政组织系统中,当上级政府官员晋升到更高级政府的重要职

位后,他们利用人事职权提拔任用原组织系统的尤其是与其有共事经历的下级政府官员,
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自上而下式官员任命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有助于选拔出符合组织

或个人偏好的得力干部,有利于组织任务和政府政策的贯彻执行。但需警惕的是,上下级

政府官员晋升联动也意味着官场晋升中存在着身份歧视问题,有能力、有抱负的下级政府

官员可能因为上级政府官员仕途受限而丧失晋升机会,建立在共事基础之上的官员晋升

联动会损害公平晋升竞争、滋生官场腐败、催生地方宗派主义。政策启示是,在地方官员

甄选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优势,健全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机制,确保选

拔程序公开透明、选拔规则公平公正。优化选人用人制度、打造选贤举能的政治生态,能
够深度激发地方官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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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dentit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co-promotion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level
 

government
 

leaders
 

and
 

tests
 

this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data
 

of
 

prefectural
 

party
 

secretaries
 

and
 

county
 

leaders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
 

and
 

county
 

head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period
 

1983—2020.
 

Emplo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mpirical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
 

after
 

prefectural
 

party
 

secretaries
 

are
 

promoted
 

to
 

importan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rovinces
 

or
 

central
 

ministries,
 

the
 

probability
 

of
 

promotion
 

for
 

county
 

leaders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promotion
 

of
 

prefectural
 

party
 

secretaries,
 

county
 

leaders
 

who
 

us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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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indicating
 

that
 

social
 

network
 

built
 

on
 

actual
 

contac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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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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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promotion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level
 

government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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